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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生态脆弱区贫困化的时空动态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贵州省为例

夏四友１，３，赵　 媛１，２，３，∗，文　 琦４，许　 昕１，３，崔盼盼１，３，唐文敏１，３

１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３ 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４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摘要：贵州省属于西南喀斯特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的复合区域，研究其贫困化的时空动态与影响因素，对该地区精准脱贫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贫困发生率为指标，采用 ＥＳＴＤＡ 框架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时空动态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地

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贵州省贫困化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出现了贫困化相似县域相邻分布的空间集

聚效应，局部趋势上两级分化趋势明显，空间结构呈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２）贫困化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上都具

有较强的稳定性；出现协同增长型的县域有 ５３ 个，表明贫困化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整合性。 （３）贫困化具有较强的局部

空间关联模式和空间转移惰性，表现为一定的路径依赖或空间锁定特征。 （４）各因素对贫困化的影响力存在一定差异，农民可

支配收入是影响贫困化主要因素，海拔、坡度和植被覆盖度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小；任意两个因素交互探测后对贫困化的影响均

强于单个因素的影响，且解释力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线性增强两种类型。
关键词：贫困发生率；时空动态；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地理探测器；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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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作为全球性的重大现实难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一直以来也受到各

级政府的重视［１⁃２］。 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等，明确提出要把消除绝对贫困作为扶贫

开发工作的首要任务。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扶贫、脱贫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

率超过 ７０％，贫困发生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０．７％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７％［３⁃４］。 而新时期，以农村贫困面大、发生率

高、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多等为基本特征的农村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反贫困斗争也出现了减贫速率放缓、扶贫压

力增大的情况［５⁃６］，需要对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动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更精准的识别，从而更有效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和内涵及存在性检验［７⁃８］，地理区位［９］、 资源条件［１０］、 社会制

度［１１］及公共设施［１２］等因素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及贫困地图的绘制［１３⁃１４］，区域贫困瞄准

及其扶贫成效评估［１５⁃１６］等成为国际贫困研究的热点议题。 国内学者也分别对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的耦合关

系［１７⁃１８］、农村贫困的地理识别与区划［１９⁃２０］、贫困与地理要素耦合关系［２１⁃２２］、区域贫困空间识别与模拟［２３⁃２４］、
贫困综合测度与减贫瞄准［２５］等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 但上述研究较少考虑贫困化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
近年来，采用空间分析方法从空间视角对贫困化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如赵雪雁等［３］ 对石羊

河流域农村多维贫困的时空格局的研究，王永明等［２６］ 对贵州省乡村贫困空间格局的研究，武鹏等［２７］ 对陕西

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的分析，文琦等［２８］ 对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的研究，迟瑶等［２９］ 对连

片特困区贫困县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关系的研究等。 时空研究能够对贫困化的演化进行有效表达，然而目前对

于贫困化的时间过程与空间格局分析大多是分离的，数理统计及空间分析仅能从时间或空间单一视角揭示贫

困化的时空格局特征，且更多测度的是贫困化时空格局的截面特征。 因此，利用时空交互的方法整合时间与

空间维度更能反映贫困化的时空动态特征。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南喀斯特生态脆弱和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区，省内喀斯特地貌发育，生态环境脆弱，经济

基础薄弱、贫富差距悬殊，并且在教育、劳动能力、生计产业、技术等方面相对滞后，新时期如何推进该地区精

准脱贫、全面脱贫成为政府与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为研究

指标，引入 Ｒｅｙ 提出的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ＳＴＤＡ）框架［３０］，克服以往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ＳＤＡ）只针对截面数据，而忽视时间维度的时空动态

性问题［３１］，综合集成 ＬＩＳＡ（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时间路径、ＬＩＳＡ 时空跃迁等方法对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时空动态特性进行探索，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每个影响因子对贫困化的效应强

度，以及影响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以期为贵州省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研究区生态环境与贫困概况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国土总面积 １７．６２ 万 ｋｍ２，境内山地和丘陵面积高达 ９２．５％，喀斯特发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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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脆弱。 据 ２０１０ 年遥感监测数据［３２］，喀斯特面积 １０．９１ 万 ｋｍ２，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６１．９％，是我国西

南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分布最广，最为典型的地区［３３］。 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聚、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

最深、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２０１０ 年“六普”数据显示，全省共有 ５４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１２５４．８０ 万，
占总人口的 ３６．１１％［３４］。 ２０１５ 年全省有 ９０００ 个贫困村，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土面积 １１．６３ 万 ｋｍ２，占全省国土

面积的 ６６．０％；扶贫开发重点县年末常住人口 １７８７．２２ 万人，占全省的 ４９．７％；农村贫困人口约 ４９３．００ 万人，
贫困发生率 １４．０％［３５］。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２．１．１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ＥＳＤＡ）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ＥＳＤＡ）对贵州省贫困化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全局和局部视角

考察贫困化在空间上的关联格局。 鉴于该方法应用已较为成熟，在此不再赘述，具体原理及步骤参见参考

文献［３６］。
２．１．２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通过融入时间维度，使静态的 ＬＩＳＡ 实现动态的连续表达［３７］，用来反映贫困化的局部时空

协同变化特征。 县域 ｉ 的贫困发生率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图中的时间路径可看作一组向量［（ｙｉ，１，ｙＬ ｉ， １），（ｙｉ， ２，
ｙＬｉ， ２），…，（ｙｉ，ｔ，ｙＬｉ，ｔ）］ ［３８］。 其中，ｙｉ，ｔ为 ｉ 县在 ｔ 年的贫困发生率标准化值，ｙＬｉ，ｔ为 ｉ 县在 ｔ 年的空间滞后量。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的几何特征通常用相对长度（Ｎｉ）和弯曲度（Ｄｉ）表示，计算公式分别为［３９］：

Ｎｉ ＝
ｎ × ∑

Ｔ－１

ｔ ＝ １
ｄ（Ｌｉ，ｔ，Ｌｉ，ｔ ＋１）

∑
ｎ

ｉ ＝ １
∑
Ｔ－１

ｔ ＝ １
ｄ（Ｌｉ，ｔ，Ｌｉ，ｔ ＋１）

，Ｄｉ ＝
∑
Ｔ－１

ｔ ＝ １
ｄ（Ｌｉ，ｔ，Ｌｉ，ｔ ＋１）

ｄ（Ｌｉ，ｔ，Ｌｉ，Ｔ）
（１）

式中：ｎ 为县域单元数量；Ｔ 为年度间隔；Ｌｉ，ｔ为 ｉ 县在第 ｔ 年的 ＬＩＳＡ 坐标（ｙ ｉ，ｔ ，ｙＬｉ，ｔ）；ｄ（Ｌ ｉ，ｔ，Ｌｉ，ｔ＋ １）为 ｉ 县从第

ｔ 年到 ｔ＋１ 年移动距离；ｄ（Ｌ ｉ，ｔ，Ｌｉ，Ｔ）为 ｉ 县从第 ｔ 年到末年移动距离。 Ｎｉ越大，表明贫困化具有更加动态的局

部空间依赖关系和局部空间结构，即贫困化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随时间推移的迁移路径稳定性较差；Ｄｉ越大，表明

贫困化呈现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依赖方向和更加波动的增长过程，同时自身贫困化随时间推移增幅越显著或

波动越剧烈。
２．１．３　 ＬＩＳＡ 时空跃迁

ＬＩＳＡ 时空跃迁可用于揭示地理现象的空间依赖性［４０］，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图在不同局部类型间演化的

过程可用转移概率矩阵和时空跃迁来表征［４１］。 Ｒｅｙ 将时空跃迁划分为 Ｔｙｐｅ０，Ｔｙｐｅ１，Ｔｙｐｅ２ 和 Ｔｙｐｅ３ 四种类

型［４２］。 其中 Ｔｙｐｅ０表示县域自身与相邻县域间不发生形态间的跃迁；Ｔｙｐｅ１表示县域自身跃迁，但邻域不变，包
括 ＨＨｔ→ＬＨｔ ＋１、ＨＬ ｔ→ＬＬ ｔ ＋１、ＬＨ ｔ→ＨＨ ｔ ＋１、ＬＬｔ→ＨＬ ｔ ＋１；Ｔｙｐｅ２表示县域自身不变，但邻域跃迁，包括 ＨＨ ｔ→ＨＬ

ｔ ＋１、ＨＬ ｔ→ＨＨ ｔ ＋１、ＬＨ ｔ→ＬＬｔ ＋１、ＬＬｔ→ＬＨ ｔ ＋１；Ｔｙｐｅ３ 表示县域与邻域都跃迁，该类型又可分为 Ｔｙｐｅ３ Ａ（ＨＨｔ→
ＬＬｔ ＋１、ＬＬｔ→ＨＨ ｔ ＋１）和 Ｔｙｐｅ３ Ｂ（ＨＬ ｔ→ＬＨ ｔ ＋１、ＬＨｔ→ＨＬｔ ＋１），前者表示县域与邻域的跃迁方向一致，后者表示二

者的跃迁方向相反。 Ｒｅｙ 采用时空流动与时空凝聚来表征研究对象的空间格局路径依赖和锁定特征［４３］，二
者可表示为：

时空流动（ＳＦ）： ＳＦ ＝
Ｔｙｐｅ１ ＋ Ｔｙｐｅ２

ｍ
（２）

时空凝聚（ＳＣ）： ＳＣ ＝
Ｔｙｐｅ１ ＋ Ｔｙｐｅ３Ａ

ｍ
（３）

式中：Ｔｙｐｅ１、Ｔｙｐｅ２和 Ｔｙｐｅ３Ａ分别表示 Ｔｙｐｅ１、Ｔｙｐｅ２和 Ｔｙｐｅ３Ａ的跃迁数；在本文中，ｍ＝（２０１５－２００３）×８２＝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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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等基于空间叠加技术和集合论而提出的用于探测被解释变量及其解释因子的

空间分布是否一致的空间分析方法［４４⁃４５］，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贵州省贫困化分布格局的影响因子进

行分析，公式如下：

ＰＵ，Ｄ ＝ １ － １
ｎσ２

Ｕ
∑ｍ

ｉ ＝ １
ｎＤ，ｉσ２

ＵＤ，ｉ （４）

式中：ＰＵ，Ｄ为影响因素对贫困化的影响力，值域为［０， １］，值越大，则说明影响因素对贫困化的解释力越强；

ｎＤ，ｉ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ｎ 为整个区域样本数；ｍ 为次级区域个数；整个区域 σ２
Ｕ为贫困发生率的方差；σ２

ＵＤ，ｉ

次一级区域的方差，详细解释参考文献［４６］。
２．２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在影响因素中，到省会和到所在市中心距离以

各县城到贵阳市和所在地级市市中心的距离衡量，数据来自网站（ｈｔｔｐ： ／ ／ ｔｏｏｌｓ．２３４５．ｃｏｍ ／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 ｌｃ．ｈｔｍ）查询

的距离；海拔和坡度来自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贵州 ＤＥＭ 数据，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进行栅格统计处理和坡度分析；植被

指数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ｄ 最大的合成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 Ｌ３ 级产品数据，通过 ＭＲＴ 转换，投影转换、轨道

镶嵌、重采样操作，最大合成法（ＭＶＣ）得到。 考虑到行政区划的调整，将观山湖区、南明区、云岩区、花溪区、
乌当区、白云区统一划为贵阳市区，２００５ 年以后，将黄花岗区和汇川区统一划为遵义市区，合并处理后得到 ８２
个县域单元。

３　 贵州省贫困化时空动态格局分析

３．１　 贫困化全局变化特征

采用 ＧｅｏＤａ 软件计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表 １），从全局考察贫困化的

空间格局。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Ｙｅａｒ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ｚ ｐ 年份 Ｙｅａｒ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ｚ ｐ

２００３ ０．２８６ ３．８７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３８６ ５．１６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０．２９１ ３．９４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３９７ ５．３０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０．２９０ ３．９３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４６１ ６．１４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０．２８７ ３．８９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０．４５５ ６．０６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３０１ ４．０７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４７９ ６．３７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０．３９９ ５．３４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４９４ ６．５６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０．３８７ ５．１７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大于 ０，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贫困化较高的

县域和较低的县域在空间上均趋于相邻，即贫困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 研究期内贫困化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从 ０．２８６ 上升到 ０．４９４，总体呈现在波动中上升态势，表明贫困化空间相关显著性和趋同性不断增

强，空间差异逐渐缩小。
３．２　 贫困化局部空间关联格局

基于 ＧｅｏＤＡ 软件计算得到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并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２．０
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结果如图 １ 示。

（１）贫困化两级分化明显。 贵州省贫困化空间格局的“俱乐部”趋同趋势和极化趋势明显，两级分化严

重。 即自身同周边县域贫困发生率都高、自身同周边县域贫困发生率都低态势。 具体而言，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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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县域贫困化的 ＬＩＳＡ 冷热区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ＩＳＡ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贫困化属于 Ｈ⁃Ｈ 类型的县域数量由 ３４ 个减少到 ３１ 个，而 Ｌ⁃Ｌ 类型县数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０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０ 个，Ｈ⁃Ｈ 类型和 Ｌ⁃Ｌ 类型的占比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６５．８５％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４．３９％，超过所有县域数量的 ２ ／ ３。
（２）贫困化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相对较稳定。 出现贫困化 Ｈ⁃Ｈ 集聚的县域，与贵州省境内连片特困区

分布的贫困县大体相符。 研究期内同类型贫困化县域集中分布的格局变化较稳定，具体而言，贫困化 Ｈ⁃Ｈ 类

型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东南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地区，Ｌ⁃Ｌ 类型区主要分布在贵州中北部，Ｌ⁃Ｈ 类型区和 Ｈ⁃Ｌ
类型区分散分布在 Ｈ⁃Ｈ 类型区和 Ｌ⁃Ｌ 类型区之间，处于 Ｈ⁃Ｈ 类型和 Ｌ⁃Ｌ 类型的过渡地带。

（３）贫困化呈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黔中地区是贵州省的经济重心，经济发达，区位优势明显，为
低贫困化区，而黔中外围是典型的边缘化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形成外围“普困陷阱”，且这种贫困化“核
心边缘”模式并未因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实施而发生变迁，且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３．３　 局部空间关联格局动态演化

３．３．１　 几何特征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软件中自然间断点法将时间路径几何特征由低到高划分成低相对长度（弯曲度）、较低

相对长度（弯曲度）、较高相对长度（弯曲度）、高相对长度（弯曲度）４ 种类型，并对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相对长度和

弯曲度进行可视化表达（图 ２）。

图 ２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几何特征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ＳＡ ｔｉｍ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贵州省贫困化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移动低相对长度的县域有 ２１ 个，占总数的 ２５．６１％，较低相对长度的县域有

３０ 个，占总数的 ３６．５８％，较高相对长度的县域有 ２４ 个，占总数的 ２９．２７％，高相对长度的县域有 ７ 个，占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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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８．５４％；低相对长度和较低相对长度的县域数量占所有县域的 ６２．１９％。 表明在研究时段内贵州省贫困具

有较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 相对长度总体呈北部和南部向中东部递增趋势，东部地区更具有局部空间结构的

强烈动态性，北部具有较为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 其中施秉县（２．０３５）、普定县（１．９７９）、麻江县（１．８５３）三个

县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长度超过 １．８，为移动相对长度最长的县域；思南县（０．４９７）、贵定县（０．５５８）、印江县（０．５９５）
为时间路径移动最短的县域，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长度不足 ０．６。

贵州省贫困化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移动低弯曲度的县域有 ３９ 个，占总数的 ４７．５６％，较低弯曲度的县域有 ３０
个，占总数的 ３６．５８％，较高弯曲度的县域有 ８ 个，占总数的 ９．７６％，高弯曲度的县域有 ５ 个，占总数的 ６．１０％；
低弯曲度和较低弯曲度的县域数量占所有县域的 ８４．１４％。 表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具有波动性较

弱的局部空间依赖变化过程。 低弯曲度和较低弯曲度县域呈面状分布在全省大部分县域，而高弯曲度县域主

要分布在西部偏南地区。 其中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弯曲度最大的县域依次为务川县（１７．０４２）、望谟县（１５．９０３）和
镇宁县（１５．３０２），务川县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波动性，表明务川县及其邻域县域的贫困化空间结构

具有较强的波动特征；而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弯曲度最小县域依次为天柱县（１．１６５）、榕江县（１．３６１）、镇远县

（１．３６２），其中天柱县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稳定性，表明天柱县及其邻域县域贫困化结构波动特征不

显著。
３．３．２　 移动方向

采用 ＬＩＳＡ 移动方向分析贫困化空间格局变化空间整合特征。 基于移动方向平均水平将其分成 ４ 种类

型：高⁃高型（０°—９０°），低⁃高型（９０°—１８０°），低⁃低型（１８０°—２７０°），高⁃低型（２７０°—３６０°）。 其中，高⁃高型表

示县域及相邻县域的贫困发生率具有高增长趋势，低⁃高型表示县域贫困发生率呈低增长趋势，而相邻县域呈

高增长趋势；低⁃低型表示县域及相邻县域的贫困发生率均呈低增长趋势；高⁃低型表示县域贫困发生率呈高

增长趋势而相邻县域呈低增长态势。 高⁃高型和低⁃低型也叫协同增长型，表示县域及其相邻县域贫困发生率

呈整合的空间动态性。
整体来看，协同增长型县域共有 ５３ 个，占贵州省县域的 ６４．４３％，表明在研究时段内贵州省贫困化空间格

局演化具有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图 ２），即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县域及相邻县域贫困化整体呈高（低）增长趋

势明显。 其中协同高增长型县域有 ２４ 个，占协同增长型县域的 ４５．２８％，协同低增长型县域有 ２９ 个，占协同

增长县域单元的 ５４．７１％。 说明贵州省贫困化协同低增长型县域占据较大比重。 从贫困化移动方向空间分布

看，呈现协同高速增长特征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和北部地区，而协同低增长型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
中部和西南部，呈 ３ 个协同低速增长核心特征。 而县域单元与其邻域单元呈现反向增长方向的县域大多分布

在贵州省中部偏西、偏南县域。
３．４　 贫困化 ＬＩＳＡ 时空跃迁分析

进一步采用 Ｒｅｙ 提出的转移概率矩阵和时空跃迁来描述贵州省贫困化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特征和

演化过程（表 ２）。

表 ２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的时空跃迁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ｓ

时段
Ｐｅｒｉｏｄ ｔ ／ ｔ＋１ ＨＨ ＬＨ ＬＬ ＨＬ 类型

Ｔｙｐ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ＳＦ ＳＣ

ＨＨ ０．９５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４ Ｔｙｐｅ０ ９１１ ０．９２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
ＬＨ ０．０２４ ０．９０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０ Ｔｙｐｅ１ 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１ ０．９２９
ＬＬ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９ ０．９４９ ０．０１５ Ｔｙｐｅ２ ４５ ０．０４６

ＨＬ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１ ０．８２６ Ｔｙｐｅ３ ３ ０．００３

贵州省贫困化空间凝聚较强，空间格局稳定，路径依赖和锁定特征明显。 最普遍的跃迁是类型 Ｔｙｐｅ０（表
２），表明多数县域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内均未发生显著的时空跃迁，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保持在同一象限内（Ｔｙｐｅ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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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达 ９２．９％，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图的时空凝聚为 ０．９２９，时空流动仅为 ０．０７１，除 ＨＨｔ→ＬＬｔ ＋１、ＬＬｔ→ＨＨｔ ＋１的迁

移概率为 ０．００２ 和 ０．００７ 外，其他均未出现 Ｔｙｐｅ３的跃迁，证明贵州省贫困化分布具有较强的转移惰性，即贫困

化的空间格局表现出路径依赖和锁定特征，多数县域均未发生显著的时空跃迁，贫困化分布的空间凝聚很强，
空间格局稳定，各县域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其当前的贫困化分布状况。

４　 贵州省贫困化影响因素识别

４．１　 贫困化空间分异格局影响指标体系构建

贫困化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４，２６⁃２８，４７］，同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各县域贫

困发生率为因变量，自变量从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及自然因素三个维度选取。 社会经济因素：产业结构

（Ｘ１）：以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表征；农民收入（Ｘ２）：以农民可支配收入表征；工业化水平（Ｘ３）：取
工业总产值；政府投入力度（Ｘ４）：取政府财政支出；区位因素：分别以到省会距离（Ｘ５）、到所在市中心距离

（Ｘ６）表示；自然因素：分别以海拔（Ｘ７）、坡度（Ｘ８）、植被指数（Ｘ９）表示。
４．２　 贫困化空间分异格局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对贫困化影响因素影响力进行测算，可得到各影响因素对贵州省贫困化的影响力

ｑ 值（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影响因素影响力测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２００３ 年 ｑ ０．２９７ ０．７５７ ０．３４０ ０．２９０ ０．１５９ ０．２４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３５

２００９ 年 ｑ ０．２７３ ０．６９７ ０．４２９ ０．２２７ ０．２２０ ０．２６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９９ ０．１５９

２０１５ 年 ｑ ０．２９６ ０．６５４ ０．４０４ ０．２１８ ０．２４４ ０．２３４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２ ０．２１６

从各影响因素影响力变化情况来看，贵州省贫困化整体上表现出多因素复合影响的特征，各因素对贫困

化的影响力表现出一定差异性，影响力上升的幅度大于下降幅度。 农民收入、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到所在

市中心距离是贵州省贫困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除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海拔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
其他因素均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

农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贵州省贫困化的主要因素，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其影响力分别为 ０．７５７、
０．６９７和 ０．６５４，高居各影响因子之首，但影响力呈现下降态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贵州省出现农村收入型绝对

贫困向多维相对贫困的逐渐过渡。 工业化发展在降低贫困化具有重要作用，三期数据中其影响力分别为

０．３４０、０．４２９ 和 ０．４０４，这是因为工业化是区域社会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表征，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有

效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减弱贫困程度。 产业结构对贫困化的影响力排名第三，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其

影响力分别为 ０．２９７、０．２７３ 和 ０．２９６，对贫困化的影响力保持相对稳定态势，第二、三产业比重越高，代表着产

业结构由低度水平向高度水平转移的动态过程，也代表优势产业、技术产业和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较高，从而减弱地区贫困化。 政府支持力度对贫困化的影响力呈下降态势，其影响力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０．２９０ 下降

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２１８，表明国家“输血式”扶贫模式在抑制贫困化中的成效相对有限，要通过增强自身发展能力

来带动脱贫。 距省会的距离对贫困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ｑ 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１５９ 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２４４），距市

中心的距离对贫困化的影响力稳定在 ０．２４ 左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位条件对贫困化有较大影响。 省会城

市经济发展快且集中了省域内最发达的医疗、教育和银行等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距离省会城市越近，接受省

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外部性越强；市中心获取工作岗位的信息较方便，距所在市中心越远，增加找工作的

成本，进而导致贫困化有上升趋势。 与其他因素相比，海拔和坡度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力均低于 ０．２，对贫困

化的影响较小。 植被指数对贫困化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越来越显著，其影响力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０．１３５ 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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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２１６，植被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石漠化状况对贵州省贫困化的影响，理论上植被指数越小，说
明植被覆盖率越低，石漠化发育越明显，对贫困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４．３　 贫困化空间分异格局影响交互探测

地理探测器不仅可识别单个影响因子影响力的大小，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探测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
本文对 ９ 个影响因子进行交互探测后得到 ３６ 个影响因子对（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影响因素交互作用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Ａ∩Ｂ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５ 年 Ａ∩Ｂ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５ 年 Ａ∩Ｂ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５ 年

Ｘ１∩Ｘ２ ＢＥ（０．７９３） ＢＥ（０．７６０） ＢＥ（０．７１８） Ｘ２∩Ｘ７ ＢＥ（０．７８９） ＢＥ（０．７５６） ＢＥ（０．７６８） Ｘ４∩Ｘ８ ＮＥ（０．４９９） ＮＥ（０．４７５） ＮＥ（０．４９９）
Ｘ１∩Ｘ３ ＢＥ（０．４２３） ＢＥ（０．４８７） ＢＥ（０．５４７） Ｘ２∩Ｘ８ ＢＥ（０．７８７） ＢＥ（０．７５１） ＢＥ（０．７１４） Ｘ４∩Ｘ９ ＮＥ（０．４４６） ＢＥ（０．３７８） ＢＥ（０．３７０）
Ｘ１∩Ｘ４ ＢＥ（０．５０２） ＢＥ（０．４７０） ＢＥ（０．４８０） Ｘ２∩Ｘ９ ＢＥ（０．８０６） ＢＥ（０．７６０） ＢＥ（０．７８１） Ｘ５∩Ｘ６ ＮＥ（０．４５７） ＮＥ（０．４９１） ＮＥ（０．５１３）
Ｘ１∩Ｘ５ ＮＥ（０．５２２） ＢＥ（０．４２９） ＢＥ（０．４６０） Ｘ３∩Ｘ４ ＢＥ（０．４９８） ＢＥ（０．４９８） ＢＥ（０．４７２） Ｘ５∩Ｘ７ ＮＥ（０．３１１） ＮＥ（０．３９４） ＮＥ（０．４５５）
Ｘ１∩Ｘ６ ＢＥ（０．４３８） ＢＥ（０．４１３） ＢＥ（０．４３０） Ｘ３∩Ｘ５ ＢＥ（０．４５９） ＢＥ（０．５７６） ＢＥ（０．５４４） Ｘ５∩Ｘ８ ＢＥ（０．３１８） ＢＥ（０．３７９） ＢＥ（０．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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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表示非线性增强，ＢＥ（ｂｉ⁃ｆａｃｔ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表示双因子增强

发现影响因子两两间对贫困化的影响均为增强关系，任意两个因子交互探测后解释力表现为非线性增强

或双因子增强，不存在独立和减弱的关系，即意味任意两个因子交互作用更能够减小区域贫困化内部差异。
具体来看：２００３ 年农民收入和政府投入力度的交互影响力为 ０．８２７，在所有因子对中达到最高，其次分别是农

民收入和植被覆盖度的交互影响力高达 ０．８０６、农民收入和到省会距离的交互影响力为 ０．８０１。 ２００９ 年农民

收入和工业化水平的交互影响力达 ０．８２１，其次分别是农民收入和植被覆盖度交互影响力为 ０．７６０、产业结构

与农民收入交互影响力也为 ０．７６０，工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农民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自然环境得到

进一步改善，降低贫困化。 ２０１５ 年，农民收入与其他因子的交互性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农民可支配收

入与植被覆盖度、第二、三产业比重、海拔交互影响力分别为 ０．７８１、０．７６９ 和 ０．７６８，表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

善了自然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可支配收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降低贫困发生率。
将贫困化与影响因素进行空间耦合匹配（图 ３），发现贵州省东部、东南部和西部部分县域的贫困发生率

较高，主要是由于这些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工业化水平偏低，政府财政支出偏低，且距离（省会）贵阳和

市中心距离较远，接受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西部部分县域（赫章县、纳雍县和水城县

等）贫困发生率较高，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海拔较高、坡度较大，喀斯特地貌发育程度高，植被覆盖率低，自然

环境较为恶劣，东南部大部分县域植被覆盖度高，第二、三产业占比较高，但多为少数民族集聚区，受多种因素

的综合作用，导致贫困发生率较高。
全省大部分低贫困化集中于贵州省中部和偏北地区，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区位条件好，不属于连片特

困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高，政府财政支出力度大，对贫困的抑制作用明显；另外，这些

地区绝大部分属于黔中城市群，接受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区

大部分位于中曹司盆地，海拔较低、坡度较小，植被覆盖度较高。 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区位条件和自然环境

促使该地区贫困化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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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贵州省贫困化与影响因素空间匹配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１）从整体趋势看，贵州省贫困化呈显著的空间正的自相关，即贫困发生率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均趋于

相邻，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化的空间趋同性不断增强，贫困化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从
局部趋势看，贵州省贫困化两级分化趋势明显，且贫困化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在空间上呈典型的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即黔中地区形成了低贫困化空间结构，而黔中外围是典型的边缘化区域，形成外围

“普困陷阱”，尤其以东部和东南部县域最为明显。
（２）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贫困化的时空格局动态变迁路径差异明显，大部分县域的贫困化局部空间结构

的动态性和局部空间依赖方向上的波动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相对长度总体呈北部和南部向中东部递增趋

势，东部地区更具有局部空间结构的强烈动态性，北部具有较为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低弯曲度和较低弯曲度

县域呈面状分布在全省大部分县域，而高弯曲度县域主要分布在西部偏南地区。 出现贫困化协同增长的县域

有 ５３ 个，表明贵州省贫困化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整合性。
（３）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贫困化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保持同一象限内的概率达 ９２．９％，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图的空间时

９　 １８ 期 　 　 　 夏四友　 等：喀斯特生态脆弱区贫困化的时空动态特征与影响因素———以贵州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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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凝聚为 ０．９２９，表明贵州省贫困化分布具有较强的转移惰性，贫困化的空间格局表现出路径依赖和锁定特

征，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其当前的贫困化空间分布格局。
（４）各因素对贫困化的影响力和显著性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农民可支配收入对贫困化的影响力高居首

位，海拔、坡度和植被覆盖度等自然因素对贫困化的影响力在所有影响因素中较小，９ 个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

类型有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两种，不存在独立及减弱的关系，显示了任意两个因素交互后对贫困化

的影响力均会显著提升，强于单个因素的解释力，农民收入与其他因子的交互性保持在较高水平。
５．２　 讨论

本文研究视角的切入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对已有研究的有效补充，对贫困化时空动态的分析与影响因素

的识别可为贵州省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２０２０ 年中国全面脱贫后以区域收入

差异和多维贫困等为主要特征的相对贫困将取代绝对贫困，急需结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从
区域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差异化的脱贫战略，如贵州省中部和偏北地区贫困化程度较低，要有效推进这些地区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及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大力发展优质特色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同时也要在教育、就业和医疗等方面对省内连片特困区提供帮助，帮助这些地区脱

贫。 东部、东南部和西部部分县域的贫困发生率较高，石漠化发育程度高，在脱贫进程中要注重减轻该地区自

然环境的压力，实现人地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乡村地区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和加强对贫困户的技能培训和就

业指导，从而提升贫困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同时挖掘县域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优质

特色产业，从而增强脱贫人口自我发展能力防止各种返贫现象的出现［２５］。
贵州是我国农民工输出大省，在农村减贫的进程中，必须紧抓农民工城市化这一核心，寻找一条有效的农

民工城市化路径来减少贵州贫困人口，破解农村贫困难题。 在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要采取政策鼓励、创业扶

持、加强社会保障等改变农民工不断流出贵州、流向沿海发达省份的现状，逐步引导农民工从省外回流；制定

差异化的农民工转移策略，如经济发达地区采取农民工就地城镇化策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本地城市转

移；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以提高农村可支配收入，同时向其他经济相对发达的市州转

移部分劳动力［４８］。 此外，强化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农民工为枢纽，增强城市与农村经济的联系，推
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和特色化发展。

本文尚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是受数据限制，未将农民工外出就业对贫困化的影响纳入考量范围，也未将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区分研究，受限于小尺度研究单元数据资料的获得性，探究更小尺度的贫困化时空动态与

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努力。 其次是本文以各县城到贵阳市和所在地级市市中心的距离表征区位条件具有一

定局限性，各县城到贵阳市和所在地级市市中心的时间会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的改善而不断变化。
同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极大地消减了距离差异的影响，因此时空距离交互对贫困化的影响研究有待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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